综观我国传统戏曲的音乐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联曲体，一类是板腔体。在清代以前，我国的戏曲几乎全是联曲体的音乐结构，如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等。所谓联曲体，也就是联合若干支曲牌组成一套曲来演唱故事。联曲体戏曲所运用的每一支曲牌都有一定的程式，其句格、平仄、板式、宫调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程式即为曲谱。[1]对于联曲体戏曲的作家来说，在编撰剧本时，必须依谱填词，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曾把传奇作家编撰剧本比作“依样画葫芦”。[2]故曲谱在联曲体戏曲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作家填词作曲的准绳和依据。由于曲有南北之分，故曲谱也有南北之别。北曲谱不多，较常见的仅《中原音韵》、[3]《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北词谱》、《北词简谱》等四五种而已，它的沿革和流变比较清晰。惟南曲谱种类繁多，光明清两代，就有几十种之多，现在能看到的还有十多种，而且诸家各有是非，各有特色。它们之间的沿革和流变不易说清，正如明代戏曲家沈璟在【二郎神】《论曲》中所说的那样：“北词谱，精且详，恨杀南词偏费讲。”[4]因此，以前很少有人论及南曲谱的沿革和流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个粗略的论述。  
　　                              一、南曲谱之先导 
　　最早运用南曲曲调的是南戏，它形成于南北宋之际，如明祝允明《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那么，早期的南戏作家是否也是按谱填词的呢？换言之，在南北宋的时候是否已经有南曲谱了呢？对于这一问题，前人的回答几乎全是否定的，认为南戏起源于民间，它的曲调来自民间歌谣，故没有格律，作家只是随心所欲，胡乱为之。如明徐渭《南词叙录》云：“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可以例其余，乌有所谓九宫？”又曰：“夫南曲本市里之谈，即今吴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处求取宫调？”因此，他认为南曲的宫调等规范是“国初教坊人所为，最为无稽可笑”。[5]明代戏曲家王骥德也认为：“南曲无问宫调，只按之一拍足矣，故作者多孟浪其调，至混淆错乱， 不可救药。”[6]其实，南戏的曲调虽有取自民间歌谣的，如《张协状元》中的【福清歌】、【台州歌】、【福州歌】、【东瓯令】等曲调便是，但大部分曲调则是继承了唐宋词及唱赚、大曲、转踏、诸宫调等的曲调。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中有来源可考的262支曲调作了考证，其中出于唐宋词者190支，出于大曲者24支，出于诸宫调者13支。又如《南曲九宫正始》等南曲谱中收录了537支早期南戏的佚曲，除去犯调及各谱重复者，尚有四百余曲。这四百余曲中出于唐宋词、唱赚、大曲和诸宫调的就有188曲。可见南戏的曲调主要承自词调。也就是说，南戏刚形成时，即以词调作为主要曲调的，再在词调的基础上，博采唱赚、大曲和诸宫调等的曲调。刘熙载《艺概》云：“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有曲时，曲可悟词。”文学史上通常也把曲称为“词余”。这都说明了曲与词的继承关系。而词本来就有词谱，北宋时曾专门有一个管理词谱、审订词调的大晟府，词当然也有词律，即句格、平仄等规定。与南曲关系甚为密切的唱赚、大曲、诸宫调等，也都有一定的格律，不仅每曲的句格、平仄等有规定，而且也是按照宫调联套的方法将同一宫调的若干曲调串联起来演唱故事的。如《事林广记戊集》卷二“圆社市语”项载有一套咏蹴毬的赚词，篇首注明“中吕宫”，其曲调排列如下： 
　　【紫苏丸】—【缕缕金】—【好女儿】—【大夫娘】—【好孩儿】—【赚】—【越恁好】—【鹘打兔】—【尾声】 
　　这九支曲调，在南曲谱中皆可找到，其中除【好女儿】一支属南吕宫外，其余八支皆属中吕宫（调）。[7]而且前用引子（【紫苏丸】），后有【尾声】，实已是一套很合律的南曲了。在这套赚词前还注有“遏云要诀”四字，“遏云”，据宋周密《武林旧事》“社会”条载，这是南宋杭州城内的一个唱赚组织。由上可见，在南北宋时，作词和唱赚、大曲、诸宫调等都有宫调等格律可循。既然如此，那么在当时用词调及唱赚等的曲调来作南戏也不会没有句格、平仄等格律可循。而且那些民间歌谣、村坊小曲一旦被采用为南戏的曲调后，戏曲家们也必然会按其不同的声情和性质，归入相应的宫调内，并且将其句格、平仄等规定下来，所以也不再是以前那种为畸农市女讴歌的“随心令”了。这一点，我们从现存的早期南戏作品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如出于宋元人之手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中的南曲曲调与后期的南戏及明清传奇作品中所用的南曲曲调相比，多有不合律的现象，但曲调的句格、平仄、韵位等还是有一定的规范。因此，南戏作家们在编撰剧本时，也可能会遵守一定的曲律，即按照曲谱来填词。不过，由于当时南戏所用的曲调，大部分与词、唱赚、大曲、诸宫调等互用，所以这时的南曲谱也与词谱、唱赚谱、大曲谱等混在一起，专用的南曲谱还没有产生。 
　　南宋时有一部《乐府混成集》，又称《乐府大全》，共一百0五册，[8]今已全佚，但据前人的记载，可能就是一部词、唱赚、大曲、诸宫调、南曲的混合谱。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载：“《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馀，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具备。只大曲一类，凡数百解，他可知矣。”所谓“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具备”，古今歌词，除词、唱赚、大曲、诸宫调外，当然也包括南戏了。因为南宋建都杭州时，南戏就已在南方广为流传。如元刘一清《钱塘遗事》载：“至戊辰（咸淳四年，1268）、己巳（咸淳五年，1269）间，《王焕》戏文盛行都下。”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也载：“南宋都杭，吴兴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约韵。”既然当时南戏在杭州一带如此盛行，《乐府混成集》的编撰者对于此种“歌词”肯定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予收录的，否则，怎么可以说“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具备”？再说编撰者将此书题名曰“乐府混成集”，“乐府”之名，内涵甚广，汉代民歌称乐府，唐诗宋词可称乐府，杂剧、南戏、明清传奇也可称乐府，即凡是可歌的皆可称乐府。编撰者不题“词谱”或“大曲谱”，而题“乐府”，当有囊括各种民间歌唱艺术之意。且“混成”二字，顾名思义，也是混合多种艺术之谓。所以此书很可能也包括了南曲谱。 
　　《乐府混成集》在明代还流传，如王骥德《曲律·杂论下》载：“予在都门日，一友人携文渊阁所藏刻本《乐府大全》——又名《乐府混成》一本见示。盖宋元时词谱（原注：即宋词，非曲谱），止林钟商（原注：隋呼歇指调）一调中，所载词至二百余阕，皆生平所未见。以乐律推之，其书尚多，当得数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传，所画谱，绝与今乐家不同，有【卜算子】、【浪淘沙】、【鹊桥仙】、【摸鱼儿】、【西江月】等，皆长调，又与诗余不同。”由于王骥德不信宋元时已有南戏，认为是元代北曲杂剧流传到南方后，“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为南曲”。[9]所以他把所见到的《乐府混成集》看作是词谱，而不认为是曲谱。但他又不能自圆其说，既然说是宋词谱，可其中收录的【卜算子】、【浪淘沙】等词调的格律怎么又与诗余（词）不同？可见，这些词调在当时已非宋词所专用，也为唱赚、大曲、诸宫调及南戏所用，在句格、平仄等格律上也有了变化。因此，《乐府混成集》并非宋词的专用谱，而是包括了南曲在内的混合谱，谓其为南曲谱之先导，似不为过。[10] 
　　                                 二、南曲谱之诞生 
　　南曲有专谱，当从元代始。刊刻于天历年间（1328—1330）的《十三调谱》与《九宫谱》可以说是目前所知道的两部最早的南曲谱。《十三调谱》与《九宫谱》今虽已佚，但在清代钮少雅的《南曲九宫正始自序》与冯旭的《南曲九宫正始序》中有记载，如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自序》引徐于室之语云：“我明三百年，无限文人才士，惜无一人创先人之藩奥者。且将、沈二公，亦多从坊本创成曲谱，致尔后学无所考订。于是遍访海内遗书，适遇元人《九宫十三调词谱》一集，依宫按调，规律严明。”又冯旭《南曲九宫正始序》云：“徐君者，宰辅文贞公之曾孙也，风流潇洒，有志词坛。爰将大元天历间《九宫十三调谱》与明初曲《乐府群珠》一集与翁朝夕参稽，俾今词悉协于古调。”徐于室与钮少雅在《南曲九宫正始》中还多转录了两谱中的曲调与曲文，如《南曲九宫正始·凡例》“精选”条云：“兹选俱集天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套数，原文古调，以为章程。” 
　　《十三调谱》与《九宫谱》刊行的时间虽然相同，但产生年代当有先后，《十三调谱》先于《九宫谱》。首先，从曲调的分类来看，《十三调谱》将曲调分为慢词、近词两类，慢词和近词本是宋词的分类法，而南曲则分为引子和过曲，如王骥德《曲律·论调名》云：“引子曰慢词，过曲曰近词。”《十三调谱》沿用宋词的分类法，可见其时代较早，还遗留着词谱的痕迹。而《九宫谱》则已将曲调分为引子和过曲两大类，摆脱了词谱的影响，其时代较后。其次，从所收的曲调来看，《十三调谱》所收的唱赚、大曲等曲调比《九宫谱》要多。如唱赚，《十三调谱》每一调内都收有一支，共十三支，而《九宫谱》仅于正宫、中吕、南吕、越调、大石内各收一支，比《十三调谱》减少了一半多。这是因为《十三调谱》刚从唱赚、大曲、词等混合谱中分化出来，所收的曲调较杂，收入的唱赚曲调也较多。而《九宫谱》的时代较后，故其所收的曲调较《十三调谱》单纯多了，唱赚的曲调已被剔除了许多。 
　　考定了《十三调谱》与《九宫谱》产生的先后，我们来看它们之间的沿革关系。首先，两谱所收的宫调数目有了变化。《十三调谱》实收黄钟、正宫、大石、仙吕、中吕、南吕、商调、越调、双调、羽调、道宫、般涉、小石、商黄、高平等十五个宫调。《九宫谱》实收黄钟、正宫、大石、仙吕、中吕、南吕、商调、越调、双调、仙吕入双调等十个宫调。其中《十三调谱》之“商黄调”“系合犯，乃商调、黄钟合半只或各一只可合成者”[12]，即该调所隶属的曲调皆为商调与黄钟调的集曲。按集曲归宫的法则，凡首曲为某宫调之曲，则此集曲即属某宫调，而商黄调因商调在前，黄钟在后，应归入商调。又《九宫谱》之“仙吕入双调”，其名虽见于《宋史·乐志》，但事实上无存在的必要，如《南词定律》、《九宫大成》等均将它删去，[13]而将曲调分别列入仙吕和双调内。除去这两个宫调，《九宫谱》比《十三调谱》减少了五个宫调。这五个宫调的变化是这样的：其中高平调在《十三调谱》中就无曲目，“与诸调皆可出入，其调名皆就引各调曲至合入，不再录出”[14]实已处于处于被淘汰废置之列。般涉调虽有四曲，但注曰：“与中吕出入，无曲。”[15]也是名存实亡。羽调虽有三十一曲之多，但注明可与仙吕调互用，而在实际运用中，羽调的曲调一般不能独用，只能与仙吕调的曲调合用，所以在《九宫谱》里，这三十一曲除删去五曲外，大多数转入仙吕或仙吕入双调。道宫调在《十三调谱》中列有二十曲，但也注明可与“南吕、仙吕、高平出入”，[16]在《九宫谱》里，除删去了十一曲外，剩下的九曲分别转入南吕与仙吕。小石调有十六曲，但也可“与越调、双调出入”，[17]在《九宫谱》里，除删去四曲外，其余皆转入越调、双调及仙吕入双调。从《十三调谱》与《九宫谱》宫调数目的变化来看，时间越往后，所用的宫调就越少。我们知道，宫调的起源甚早，古有旋相为宫之说，即将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十二律与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等七音相乘，共得八十四个宫调，然这八十四个宫调不胜其烦，故实际应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时代的越往后，被淘汰精简的宫调就越多，经常使用的就越少。如隋唐燕乐只用二十八个宫调，[18]到北宋时又减少了十一个，仅用十七个宫调。[19]《九宫谱》比《十三调谱》减少了五个宫调，这说明戏曲所运用的宫调也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被淘汰精简。 
　　其次，《九宫谱》所收的曲调数目比《十三调谱》有了增加。《九宫谱》虽然删去了《十三调谱》中的一些不常用的曲调，但补充了许多新的曲调，在曲调总数上，仍多于《十三调谱》。《十三调谱》一共有四百九十二曲，《九宫谱》则为五百二十三曲。在《九宫谱》所增加的曲调中，一些是以前就有的曲调，《十三调谱》的编者搜罗未尽，未予收录。另有一些是《十三调谱》以后新出现的曲调。这些新产生的曲调，大部分都是集曲。所谓集曲，就是分别从同一宫调或声情相近的宫调的曲调中截取几句，集合成一支新的曲调，又称犯调。集曲均为细曲，宜用于生、旦抒情的情节，在早期的南戏剧本中，写热闹的场面多，写抒情的场面少，所以短套曲多，长套的细曲少。如《张协状元》戏文，全剧没有一套长套抒情的细曲，全剧共五十三出，其中每出用一支至五支曲的有二十九出，占了一多半。而且，如【黄莺儿】、【吴小四】等这些只能用于净、丑等脚色冲场而不宜于生、旦抒情的粗曲，也用于生、旦（见二十六出）。早期南戏对细曲的需要量不多。而随着戏曲的发展，尤其是到了明初以后，民间编撰南戏剧本的书会解体，南戏与传奇的作者多为文人学士所代替，他们往往为了在剧本中显耀自己的文采与才情，在剧本中多安排一些抒情的情节，多用一些长套细曲。元末高明的《琵琶记》可以说是始作佣者，全剧所用的唱套细曲比早期的南戏有了明显的增加，全剧共四十二出，其中每出用十支曲以上的有十八出。这样随着细曲使用量的增加，原有的细曲就不够用了，新的曲调又不易创作，而集曲较为容易，只要将原有的细曲稍加裁接，便可制成一支新的细曲，所以时代越往后，出现的集曲也就越多，而曲谱所收的集曲也随之增加。《十三调谱》时代最早，其集曲只有两曲，《九宫谱》则增至五十一曲，明代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又增至一百六十三支,而清代周祥钰等编撰的《九宫大成》则有五百九十六支之多。 
　　第三，两谱的宫调限制有宽严之别。任何事物都是由低级到高级、从粗率向精致演进的。南曲的曲律也一样，早期南戏的曲律限制较宽，如前面提到的《张协状元》戏文中一出戏只用一支过曲及让生、旦唱【吴小四】、【黄莺儿】等粗曲，这在后来的传奇里是不允许的。这一差异，在前后不同时期的曲谱中也体现出来了。如《十三调谱》宫调的限制不十分严格，同一曲调出入两个以上宫调的为数甚多，谱中每一宫调内几乎都有“互用”或“出入”之曲。如仙吕调，“与羽调互用，出入道宫、高平、南吕”；黄钟调，“与商调、羽调出入”；商调，“与仙吕、羽调、黄钟皆出入”；正宫，“与大石、中吕出入”；大石调，“与正宫出入”；中吕调，“与正宫、道宫出入”；般涉调，“与中吕出入”；道宫，“与南吕、仙吕、高平出入”；越调，“与小石调、高平调出入”；小石调，“与越调、双调出入”；双调，“中有夹钟宫俗调，与小石出入”；高平调，“与诸调皆可出入”。[20]而《九宫谱》里各宫调之间已有了较严格的限制，有些原来在《十三调谱》中可以出入两个以上宫调的曲调，在《九宫谱》里则只收于一个宫调内，不再出入。如【大圣乐慢】，《十三调谱》仙吕、南吕、道宫慢词内皆收，《九宫谱》只收入引子。【大圣乐】，《十三调谱》仙吕、南吕、道宫近词内皆收，《九宫谱》只收入南吕过曲。又如《十三调谱》于仙吕、南吕慢词内皆收【转山子】一曲，《九宫谱》只收入南吕引子。【福马郎】在《十三调谱》中分别收入正宫、中吕、大石近词内，《九宫谱》只收入正宫过曲内。 
　　第四，两谱曲调的归宫有异。如【点绛唇】，《十三调谱》为仙吕慢词，《九宫谱》为黄钟引子。【人月圆】，《十三调谱》为黄钟、南吕近词，《九宫谱》为大石过曲。又如【浪淘沙】，《十三调谱》为南吕、羽调近词，《九宫谱》为越调引子。……原在《十三调谱》中可出入两个以上宫调的曲调除外，两谱中归宫有出入的曲调共有四十二支。造成这种出入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十三调谱》本来就归纳的不够精确，《九宫谱》则作了纠正；二是这些曲调在传唱过程中，其声情发生了变化，《九宫谱》则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声情对这些曲调的归属宫调作了调整。从两谱的归宫情况来看，《十三调谱》与明清的归宫情况相同，如前面提到的《事林广记戊集》卷二记载的那套赚词，《十三调谱》除未收【好女儿】、【越恁好】两曲，其余几曲皆在中吕调，与宋人原作相符。而《九宫谱》也不收【好女儿】、【大夫娘】两曲，但将【紫苏丸】归入仙吕引子，这正与明清曲谱的归宫规则相同。如《旧编南九宫十三曲调谱》、《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曲九宫正始》、《九宫大成南词宫谱》、《钦定曲谱》等明清人编撰的南曲谱都是将【紫苏丸】归入仙吕引子的。 
  
　　                                    三、南曲谱之完备 
　　《十三调谱》与《九宫谱》很早就失传了，在明代嘉靖年间就“仅有其目，而无其辞”了[21]。其体制是否完备，已无法考见。故从现存的南曲谱来看，体制较完备的南曲谱，当首推明蒋孝的《旧编南九宫词谱》（简称《旧谱》）和沈璟的《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 
　　蒋孝，字惟忠，毗陵（今江苏常州）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是一位“好古博雅士”。[22]明初以来，北曲杂剧衰亡，南戏吸收了北曲中的优秀成份，演进到了传奇阶段，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文人作家的增多，曲坛上出现了重文采轻曲律的倾向，作品多违腔迕律，“人各以耳目所见，妄有述作，遂使宫徵乖误，不能比诸管弦，而谐声依永之义远矣”！[23]这样，光靠两不有目无辞的《十三调谱》与《九宫谱》远不能挽救这一时弊，迫切需要有一步较完备的南曲谱来规范戏曲创作。“适陈氏、白氏出其所藏《九宫》、《十三调》二谱”，[24]蒋孝得此二谱后，“遂辑南人所度曲数十家，其雕与谱合及乐府所载南小令者，汇成一书，以备词林之阙”。[25] 
　　蒋孝的《旧谱》是在《九宫谱》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即依据《九宫谱》所列的曲目，在南戏和传奇剧本中找到相应的曲文收入谱中，使每一支曲调下都有了范例，这样就大致规定了该曲调的句格，使作家有了借鉴的依据。在蒋孝编撰《旧谱》时，《十三调谱》所收的曲调有一些在实际运用中已被废置不用了，所以他仅将其曲目附于《九宫谱》后。 
　　蒋孝的《旧谱》作为第一部较完备的南曲谱，尚有许多缺陷。一是曲调体式不广，仅“每调各谱一词”，[26]全谱仅十支曲调有“幺篇”（即变格），变格少，且曲调总数也没有突破《九宫谱》所列的范围，这样就不能给作家提供较多的选择余地。二是所引的曲文正衬不分，且不署平仄，即对每一曲调的句格、平仄等格律没有加以明确的规定。三是曲文大多选自坊间刻本，古本甚少，而且又不详加考核，谱中错讹较多。如卷一仙吕过曲引录南戏《西厢记》【河传序】一曲，不仅把曲调名误题作【聚八仙】，而且把原来的一曲误分为两曲。又如卷五所收的南戏《西厢记》“夫人小玉都睡了”一曲，这一支曲文实为【永团圆】，属中吕宫，而《旧谱》将此曲改作【耍鲍老】，且误置黄钟宫内。在早期的南戏刻本中，凡一支曲调叠用数曲，往往牵连而下，第二支起不注明“前腔”或“前腔换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即是如此。而蒋谱在引用南戏曲文时，不审句格，往往把几支曲文扭作一曲，如卷一仙吕过曲【油核桃】下引录南戏《陈巡检》“眼前一岭崎岖”一曲，而此曲实为两曲，“岭头新月呈辉”句以下应为第二支。另外，各宫调所列的【尾声】句格，彼此混淆，实不足法。钮少雅批评它说：“煞尾称名不一”，“又且此那（挪）彼借者也，兼有弃置二项，即一黄钟可见，如【喜无穷煞】，按名宜在黄钟，而今反在中吕，【三句儿煞】，按实宜于中吕，而今反在黄钟，皆名非其名也。况黄钟既收【三句儿煞】，其体乃借南吕，中吕既收【喜无穷煞】，其体恰合三句，又皆实非其室。据【尚按节拍】一尾，定为南吕煞，其体各自归一，而今何皆他冒，甘心混淆”？[27]因此，蒋孝的《旧谱》虽在南曲谱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功绩，但因其有这么多的缺陷，所以尚待进一步完善。沈璟的《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谱》便是为纠《旧谱》之弊而作的。 
　　沈璟，字伯英、聃和，号词隐生。江苏吴江人。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光禄寺丞。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戏曲作家与理论家，作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及《唱曲当知》、《遵制正吴编》、《南词正韵》等曲论著作。万历年间，是我国戏曲史上自元杂剧兴起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期，传奇发展到了最繁荣的阶段，曲坛上作家辈出，但由于这一时期的传奇作家多为文人学士，他们重文采而疏曲律，故明初以来不守曲律的弊病日趋严重，虽然作品如林，但多为案头之作。如吕天成《曲品》云：“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第当行之手不多遇，本色之义未讲明。”祁彪佳也认为：“词至今日而极盛，至今日亦极衰。”[28]在传奇创作繁荣的景象下，实已隐伏着衰落的危机。而沈璟“生长三吴歌舞之乡，沈酣胜国管弦之藉，妙解音律”，[29]与一般文人作家不同，他弃官归乡后，“遂屏迹郊居，放情词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故“其于曲学，法律甚精”。[30]当时曲坛上不守曲律的倾向引起了他的关注，为了纠正这一时弊，他提出了严守曲律的主张。他认为在：“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怎得词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31]在理论上大声疾呼的同时，他“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32]，为戏曲作家们提供一部实际可用的曲谱作为准绳。 
　　沈璟的《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谱》，又名《南九宫词谱》、《南词全谱》，“大要本毗陵蒋氏旧刻而益广之”，[33]但与蒋孝《旧谱》相比，有了较大的改进：一是在蒋谱的基础上，“增补新调之未收者”，“较蒋氏《旧谱》大约增益十之二三”。[34]共增补一百九十一曲，其中仙吕二十六曲，正宫十四曲，中吕十三曲，南吕二十九曲，黄钟十四曲，越调四曲，商调二十曲，双调十七曲，仙吕入双调二十七曲，不知明宫调二十七曲。 
　　二是将《十三调谱》与《九宫谱》合为一谱。蒋谱仅用《九宫谱》之曲目，《十三调谱》仍有目无辞。沈璟虽也以《九宫谱》为主，但没有完全抛弃《十三调谱》，“间取《十三调谱》诸曲有为世所通用者”[35]，共六十二曲，“亦间列其中”。[36] 
　　三是扩大了曲调的格式。蒋谱“每调只谱一曲”，沈谱于每一曲的正格之外，另辟“又一体”，即将一些与正格稍有不同，却又是曲律所允许的变格也收入谱中。我们知道，一种曲调产生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必定会出现一些变格，或增减一些字句，或改动一些平仄，只要不影响该曲调主腔与声情，这是允许的。在曲谱中除正格之外，又收列一些变格，这既符合戏曲发展的实际，又能为戏曲作家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但对于沈璟的创举，汤显祖很不以为然，曾加以非难，指出：“所引腔证，不云‘未知出何调’、‘犯何调’，则云‘又一体’、‘又一体’，彼所引曲未满十，然已如是，复何能纵观而定其字句音韵耶？”[37]其实，沈璟为便于作家按谱填词，不过多地作繁琐的考证，只是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每一曲调的不同格式，这样做正适合一般戏曲作家的需要。 
　　四是分别正衬，“并署平仄音律”。[38]蒋谱所引的曲文正衬不分，平仄不明，而沈璟对每一曲之平仄、音韵尤为重视。如他在论述戏曲格律的【二郎神】套曲中，特别强调了曲调的平仄和音韵问题，如【二郎神换头】曲云：“参详，含宫泛徵，延声促响，把仄韵平音分几项。倘平音窘处，须将入韵埋藏。这是词隐先生独秘方，自古词人不爽。”又【啭林莺】曲云：“词中上声还细讲，比平声更觉微茫。去声正驭分天壤，休混把仄声字填腔。析阴辨阳，却只有那平声分党。细商量，阴与阳，还须趁调低昂。”在曲谱中，他不仅一一注明每一曲的平仄与音韵，而且还于每一曲文下详加评点，对其中合律者，大加赞赏，而稍有出入者，便严加批评。如卷一【仙吕·月儿高】曲引录南戏《拜月亭》“喊杀连天”一曲，曲下注云：“第三、第五、第七句不用韵，‘怎相恋’是上平去，‘幸非浅’是去平上，俱妙甚，真作家也！”再如卷二【仙吕·杜韦娘】曲引录南戏《刘文龙》“终朝没情绪”一曲，曲下也注云：“‘黛尽’、‘怕楚’、‘未有’、‘泪眼’，俱去上声，‘怎道’、‘眼但’，俱上去声，俱妙。”又如卷三【羽调·金凤钗】曲引录南戏《章台柳》“和风扇”一曲，曲下也注云：“此曲用韵、用字皆精，如‘扇柳’、‘似我’、‘带雨’、‘泪脸’、‘闷冗’、‘那里’，俱去上声，‘柳荡’、‘语画’，俱上去声，俱妙。”自沈璟于谱中分明正衬、注明平仄韵位后，南曲谱之体制遂臻于完备。 
　　五是“考定讹谬”。[39]如前面提到的蒋谱引录南戏《西厢记》“巴到西厢”一曲之误，沈谱即作了纠正。又如蒋谱【商调·凤凰阁】曲引录《琵琶记》“寻鸿觅雁”一曲，这一支曲文本是蔡伯喈在牛府遥想妻子赵五娘时唱的，而蒋谱从坊本之妄改，误作赵五娘所唱之曲。沈谱对此作了纠正，并注云：“第二句或作五字句，又将‘家山’改作‘家乡’，又删去‘和那’二字，遂不成调。况‘想镜里’云云，乃因思亲而思妻也，妙在一‘想’字上，《旧谱》乃改作‘妆镜’，即是五娘自唱之曲，非伯喈遥想之意矣。皆《旧谱》之误也。”[40]又如蒋谱卷五【黄钟·刮地风】曲引录南戏《拜月亭》“举止与孩儿不恁争”一曲，沈谱于卷十四页引录了词曲，在曲下注云：“奈《旧谱》将‘甚’字改作‘恁’字，又将‘干戈’以后另打一圈，则又似分一曲矣。殊不知‘不甚争’，犹言‘争不多’，即如今人言‘差不多’，有何难解而改之哉？” 
　　另外，沈璟重视戏曲的舞台效果，因此，他编撰曲谱也能顾及演唱的需要，在某些曲文下注明一些容易混淆的字的具体唱法。如卷二【仙吕·甘州八犯】曲引录《宝剑记》“说不得平生气节”一曲，曲下注云：“‘客’唱作‘恪’，‘让’字不可唱‘上’声，‘窄’唱作‘折’中州韵本无此音。”又如卷十四【黄钟·恨更长】曲下注云：“‘莹’，为命切，此唱曲者当知也。” 
　　沈谱虽比蒋谱有了较大的改进，但也存在着不足。一是全逞己意，对原文妄改妄补。或为照顾曲律而改动曲文，如卷一【道宫·画眉儿】曲引录南戏《江流记》“动人万般凄楚”一曲，据《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雍熙乐府》、《盛世新声》、《词林摘艳》等曲谱与曲选载，该曲最后一句应作“消遣倦烦”，“烦”字失韵，而沈璟为了使其叶韵，妄改作“乏”。或为照顾文理而改动原文，如卷八【中吕·古轮台】曲引录《琵琶记》“闲评，月有阴晴圆缺”一曲，该曲第二句句格应为七字句，而沈谱“取东坡诗余‘圆缺阴晴’、‘离合悲欢’之义，致以‘与’字衬之”，[41]遂将此句改为六字格。故钮少雅批评他是“徒顾文理而坏格式”。[42] 
　　二是轻信坊本。沈璟与蒋孝一样，“亦多从坊本创成曲谱”，[43]因而多承袭坊本之误。如元本南戏《拜月亭》【降黄龙】“宦势门楣”曲的末句作“怎生任消”，而沈谱“任”作“恁”。任消，即消受之意，改成“恁消”，就面目全非了。钮少雅谓沈璟此误，“必从坊本而来者耶”。[44]又如蒋谱【商调·梧叶儿】引录《王十朋》“遭挫折”一曲，其末句按《南曲九宫正始》册六所引的古本作“拚死在黄泉做怨鬼”，而蒋谱据坊本将“怨”字删去，改成六字句。沈谱沿袭其误，并称赞道：《旧谱》“【梧叶儿】亦不用‘怨’字，诚为有见矣”。[45]故钮少雅批评蒋、沈二人曰：“按古本《王十朋》之【梧叶儿】末句何尝无辞‘怨’字？……若此，蒋、沈二先生所收谱中之词调，多至不宗古本原文，而以时本者居多。” [46] 
　　三是版本考勘不广，加上态度不严谨，往往以一概全，贸然定论。如在卷十二【南吕·太师引】所引录的《琵琶记》“细端详”一曲下注曰：“细查古曲，凡【太师引】皆用前一曲体，第五句并无有用‘别后容颜无恙’句法者，必犯他调也。”其实，【太师引】第五句为六字这实为正格，不算犯调。在别的古本戏曲中应用甚多，钮少雅指出：“今据斯言，词隐先生犹未勘及《拜月亭》之词调，其第三、四、五、六句皆用六字句法而犯何调耶？” [47]沈璟虽自谓“细查古曲”，其实并没有细查，如连《拜月亭》这样流行的戏曲也没有查及，便妄下结论。又如【正宫·白练序】曲首句，沈璟认为“用四字乃此曲之本调，自‘窥青眼’散曲出，词意兼到，人争唱之，而不知其失体也”。[48]其实【白练序】首句三字、二字皆不失体，如《南曲九宫正始》册二所引录的南戏《风流合三十》第二、三曲便皆为二字句，又元散曲“沉吟久”便为三字句，但沈璟未勘及这些曲文，仅以自己所见的少数曲文来断定是非。 
　　总的说来，沈谱瑕不掩瑜。沈谱问世后，戏曲家们争相依从信奉，“微独歌工杜口，亦令文人辍翰，如规矩之设而不可欺”。[49]对于指导戏曲家们克服时弊，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此，前人已作了很高的评价，如徐复祚谓其“所著《南曲全谱》、《唱曲当知》，订世人沿袭之非，铲俗师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其所向往，皎然词林指南车也”。[50]冯梦龙也认为，传奇“法门大启，实始于沈铨部《九宫谱》之一修，于是海内才人，思联臂而游宫商之林”。[51]其言实非过誉。 
　　                                      四、南曲谱之大成 
　　自沈谱以后，南曲谱的编者渐多，较有影响的有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冯梦龙的《墨憨斋词谱》、张大复的《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查继佐的《九宫谱定》、王奕清等合编的《钦定曲谱》、吕士雄等合编的《南词定律》、周祥钰等合编的《九宫大成》、钮少雅、徐于室合编的《南曲九宫正始》等。在这众多的曲谱中，《南曲九宫正始》与《九宫大成》的成就最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集南曲谱之大成，继沈谱以后，把南曲谱的编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南曲九宫正始》，全名《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卷首署曰：“云间徐子（于）室辑，茂苑钮少雅订。”徐于室，名庆卿，于室是其字，松江华亭人，是嘉靖朝大学士徐阶的曾孙，“风流蕴藉，酷好音律”，[52]天启五年（1625），得元天历《十三调谱》与《九宫谱》，一年后，“复得明初选词一部，名曰《乐府群珠》，亦皆按调依宫，多与元谱相似。意欲辑为一部，犹恐一人所见有限，欲而复止”。[53]后闻钮少雅之名，便招其共编《南曲九宫正始》，但谱未成而人先卒。钮少雅，号芍溪老人，苏州人。从小就嗜好戏曲，自称“少抱巴人之好，长逢白雪之传”。[54]弱冠时，慕改革昆山腔的戏曲音律家魏良辅之名，特往娄东一带寻访，“何期良辅已故矣”。[55]后随号称“南曲码头”[56]的戏曲音律家张新及其弟子吴芍溪学曲，并与任小泉、张怀仙等曲家商讨曲律。学成后贬任曲师，先后在武陵、黄海、荆溪、魏塘等地教曲，有“律中鼻祖”之称。[57]六十岁那年回到老家，“历多年，而识更精，学愈广，致有正乐之思”。[58]且又偶然得到一部名叫《骷髅格》的古曲谱。[59]乃闭门谢客，欲订曲谱，但“因虑无所愽教，故屡欲止之”。[60]这时徐于室来邀他一起编订南曲谱，他欣然应允，“随即扣谒，似乎故知，情投意密，时刻不离。日共搜罗剔抉，刮垢磨光”。[61]崇祯九年（1636）春，于室卒后，便由钮少雅一人编订。至崇祯十五年（1642）“始得脱稿，然未尽惬心”，[62]又细加修改，直到隆武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时钮少雅已八十八岁，才最后定稿。前后历时二十三年，九易其稿，可见《南曲九宫正始》不是一般的草创急就之作，而它的主要成就也就在于“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精选曲文。编者在《臆论》“论寻真”条中称：谱中所选收的曲调与曲文皆求真，而“真在善格，务微显阐幽”，“真在善本，务去非从是”。宋元南戏皆出自民间书会才人之手，他们为生活所迫，沦落在瓦舍勾栏之中，与艺人演员为伍，熟悉舞台，精通曲律，所作多能依腔合律，故较“真”。相反，明初以来的戏曲及坊间刻本往往不“真”，这是因为明初以来的戏曲作家多为文人学士，脱离舞台实际，于曲律不甚精通，所作也往往逾规越矩。而且书坊射利，粗制滥刻，也多有舛误。因此，只有选取早期南戏的原文古调，方能穷源竟委，知其正变，示作家以正格。而《南曲九宫正始》在选取曲文时正是这样做的，如编者在卷首《臆论》“精选”条云：“词曲始于大元，兹选俱集大（天）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数套，原文古调，以为章程，故宁质毋文，间有不足，则取明初者一二以补之。至如近代名剧名曲，虽极脍炙，不能合律者，未敢滥收。”故《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曲文多采自宋元南戏，它所引录的宋元南戏的佚曲，在所有的南曲谱中为最多。现将一些主要南曲谱所引录的宋元南戏佚曲数（现存有全本的除外）列表对照如下： 
  
	谱  别
	佚曲数
	谱 别
	佚曲数

	蒋谱
	160
	《九宫大成》
	225

	沈谱
	208
	《南曲九宫正始》
	731

	《南词新谱》
	168
	《寒山堂曲谱》
	103

	《南词定律》
	282
	 
	 


 

    　　有些曲调在古本中一时难以找到范例，而时本又多错讹，编者采取了宁缺毋滥的态度。如沈谱于【仙吕入双调·五马江儿水】曲下注云：“《荆钗记》投江时有一曲，亦名【江儿水】，与此调大同小异。”, 钮少雅认为：“《投江》折之【江儿水】原系改本之新词陋格，然非古调原文，岂可以为式？阙之可也。” [63]即使采用了有些时本中的曲文，他也必细加校订，不轻信。如【南吕·五更马】曲下引录了《宝剑记》“你一身□何苦”一曲，而原作的曲调名有误，钮少雅作了校订，在曲文下注云：“此调坊本作【五更月】，‘月’字无谓，今勘得下六句确与【仙吕·上马踢】恰合，故易其题为【五更马】。” [64] 
　　钮少雅虽重视原文古调，但他又不泥古，不保守。他认为“九宫十三调之词曲，其变异增损何调无之”？[65]所以不必拘于古格；相反，对于有些常用的变格，在曲谱中“正宜多存广载，而使撰者无束缚，歌者无揣摩”。[66]如【黄钟·画眉序】曲首句正格为三字句，但随着作者的日益增多，此句句格有了较多的变化，有作五字、六字者，“然时谱（即沈谱）执定三字，凡遇五字必以二字衬之”，[67]钮少雅批评曰：“此太泥也。” [68]再如【南吕·香柳娘】曲之叠句虽“非古章之格体，乃今人之变法”，[69]钮少雅也认为“宜从时可也”。[70]又如前面所说的【正宫·白练序】曲首句之句格，沈谱执定四字，认为凡三字者皆为失体，钮少雅批评道：“按【白练序】始调首句四字者虽为正格，然其三字者亦不少，何议其为失体？” [71] 
　　二是实事求是。钮少雅虽谙熟曲律，但态度十分严谨，对于有些去掉，虽已看出其有误，但一时又没有把握予以订正的，他便提出存疑，不贸然定论，不妄改妄补。他认为“不宜于所无古词擅增擅改，失其本来”。[72]如册一【黄钟·闹樊楼】曲第四格引录南戏《锦香亭》“当今天子重英豪”一曲，注云：“此调末二句疑犯本宫【啄木儿】曲，比如《蔡伯喈》云‘哭得泪干亲难保，闪杀人一封丹凤诏。’宫调、句法、平仄、腔板皆合，但不敢拟，俟博者订正。” [73]又如【画眉序】曲正格末句应为七字句，然“时唱皆于此句连用二板于第一、第二字上，益似二字、五字之句也”，[74]为了订正这一错误，钮少雅提出“试以第二字之一板移于第三字上，庶免二字句之疑”，[75]但又声明“不识可否，俟审音者订正”。[76]有些曲文缺字少句，他仅指出阙字处，不妄加增补。如册三【仙吕·傍妆台】曲引录南戏《祝英台》“细思之”一曲，第五句“见着你”下阙三字，注云：“遗三字，不敢妄补。”有的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可以推知所阙之字，他也只加旁注，不直接补入。如册三【仙吕·小措大】曲引录元散曲“浪潮拍岸”一曲，注云：“第二句‘江’字上原脱一字，疑是‘蔽’字，但不敢妄续。”又如册五【南吕·琐窗寒】曲第二格引录南戏《王祥》“彩笔描画我娘形”一曲，第三句“多”字上脱一字，也注云：“‘多’字上脱一字，疑是‘许’字，未敢妄补。” 
　　三是详考错讹。编者强调曲调句格的规范，认为每曲之句格，“长短多寡，原有定额，岂容出入”。[77]有的曲调若增一句或减一句，便可造成彼此混淆之讹。如“【南吕·红衲袄】末煞，妄增一句，不几为同宫之【青衲袄】乎？而南吕调【系梧桐】末煞，若妄减一句，不几为同调之【芙蓉花】乎”？[78]但“自作者信心信口，而字句厄矣，自优人冥趋冥行，而字句益厄矣”。[79]对于这种彼此相混，“不当家而戾家，不作者而歌者，越矩矱而乱步趋” [80]的现象，编者在《臆论》中明确表示：“此吾将据律以问也。”虽然他也认识到，“余以一口而挽回万口，以存古调，不亦难哉”？[81]“今万口雷同，余岂能以笔端辩白？但不忍以是作非，以直作曲”，[82]所以还要知难而进，力挽时弊，以“少伸分寸之冤比”。[83]前面提到，沈璟虽纠正了蒋孝《旧谱》中的一些错讹，但由于他的态度粗疏，未能完全纠正《旧谱》之误，尚多以讹传讹之处。《南曲九宫正始》则对蒋、沈二谱作了较详细的考订，基本上纠正了蒋、沈二谱中的错讹。如蒋谱把南戏《西厢记》【永团圆】“夫人小玉都睡了”一曲误作【鲍老催】，置于黄钟宫，而将南戏《江流记》【鲍老催】“忆昔衔冤”一曲误作【耍鲍老】，并置于中吕宫，沈谱也承其误。钮少雅认为：“若此名非名，调非调，何误后学之甚也！” [84]故他特“按从元谱，以此三调丝分缕解，各归本宗”。 [85]又如蒋谱卷一【仙吕·拗芝麻】引录南戏《江流记》“崎岖去路赊”和“偶睹前村”两曲，这两曲按其句格，实应分作【应时明近】、【双赤子】、【画眉儿】、【拗芝麻】等四曲，沈谱不仅没有纠正蒋谱的这一错误，反而“不去分题剖调，统作一【拗芝麻】”，[86]误之更甚。钮少雅则对此曲“按题分调，一一显明”，[87]纠正了蒋、沈二谱之误。 
　　除了考订蒋、沈二谱的错讹之外，《南曲九宫正始》还对当时曲坛上作曲或度曲中常见的错讹作了纠正。如【画角序】本系犯调（即【画眉序】犯【掉角儿】），但时人“统谓作【狮子序】本调”，[88]而且“今歌者见其句法与《琵琶》、《寻亲》少异，妄加篡改，讹延至今，牢不可破”。[89]钮少雅特于册九附录了早期南戏《张协状元》中的【狮子序】本调，加以对照，“以辨其非”。[90]再如【黄钟·神仗儿】曲第三格按古本《琵琶记》第四句下有三字一句、四字两句，且元天历谱所引的亦同，“后坊本皆以此三句作为宾白，甚至今之《香囊》、《四节》二记，不惟削去三字一句，连下之四字二句亦减之，致今人不识此调之全章矣”。[91]钮少雅于册一特引录了《乐昌分镜》、《金童玉女》、《柳颖》等早期南戏曲调的句格，以“证此三句之不谬”。[92]同时，为了使作家引以为戒，又引录了《四节记》中减字少句的错格，“此虽不可为式，今宁备于此，以戒将来”。[93]南戏《拜月亭》【黄龙衮】“不肯负情薄”一曲，时人妄加“添字改句，而乱此古律原文”，[94]如将第四句“没乱羞难道”改成“眉留目乱羞难道”，不仅改了字，而且将句格也改为七字句。钮少雅分析了造成这一错讹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曲中所唱之‘没’字系‘目’字同音，致歌者错误‘没乱’为‘目乱’，遂于其上妄加‘眉留’二字，且又欲合次调此句‘恩情心事休忘了’七字，殊不知此调此句仿元传奇《郑信》，何必穿凿附会，整整同一？” [95]遂予以订正。 
　　四是辨明异同。钮少雅在《臆论》中称：“今谱务祈审音而正律”，“无彼此混，无新古混”。谱中于正格之外，也收录了许多变格。为了便于作家辨明正变，编者对每一曲调的各种变格之间在句格、板式上的区别都一一注明。有些区别不甚明显、极易混淆的曲调，钮少雅不仅指出其间的区别，而且特引录一些容易区别的范文。如【黄钟引子·绛都春】与【黄钟过曲·绛都春序】句格相似，两者极易混淆。蒋、沈二谱皆引录南戏《拜月亭》“担受烦恼”一曲，“亦与过曲无异”。[96]《南曲九宫正始》则改收南戏《薛芳卿》“缘悭分浅”一曲，并注明此曲“与过曲稍别，尽可为式，愿今撰者必宜效之，庶免过曲与引子无别”。[97]再如【南吕引子·挂真儿】和【大圣乐】两曲的句格也极易混淆，钮少雅也在【挂真儿】曲下详加区分，指出：“按此调与【大圣乐】别，止于第二句之韵脚、平仄及末句之句法四六。如【大圣乐】末句必四字，此调末句必六字，此为二调之别也。” [98]又如【仙吕过曲·解三酲】与【南吕过曲·针线箱】的句式也极相似，钮少雅于【解三酲】曲下注云：“【解三酲】与南吕宫之【针线箱】止争第四六字句之句读，如【解三酲】第四句乃上三下三，于第四字上必用一挚板，如【针线箱】第四句乃上二下四，或上四下二，故于第四字下必当用一截板，此二调分别处耳。” [99] 
　　当然，《南曲九宫正始》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没有把《十三调谱》与《九宫谱》合并为一谱，使用起来十分不便。二是每一曲调下备列的格式不多，一般只有一、二格，未能给作家更多的选择余地。
　　如果说《南曲九宫正始》的成就在于“精”的话，那么清乾隆年间编成的《九宫大成》的成就则在于“博”。《九宫大成》由周祥钰、邹金生编撰，徐兴华、王文禄分纂，徐应龙、朱廷镠参定。乾隆七年（1742），庄亲王允禄奉弘历之命，主持编纂《律吕正义》一书，编成后，“因念雅乐、燕乐实相表里，而南北宫调从未有全函，历年既久，鱼鲁亥豕，不无混淆”，[100]乃更命周祥钰等人编《九宫大成》，于乾隆十一年（1746）编成，共八十二卷，兼收南北曲，并附有工尺谱。南曲按引子、正曲（即过曲）、集曲三类排列，并于北曲谱后附南北合套。《九宫大成》虽沿用九宫之名，但南曲实际有十二宫调，而且将这十二宫调与十二月令附会起来，每月配一宫调，如正月为仙吕宫，二月为中吕宫，三月为大石调，四月为越调，五月为正宫，六月为小石调，七月为高大石调，八月为南吕宫，九月为商调，十月为双调，十一月为黄钟宫，十二月为羽调。 
　　《九宫大成》的“博”，主要表现在广备体式这一点上。由于编者都是供奉内廷的御用文人，条件优越，他们在编撰曲谱时，能够“博弋群编” ，[101]广采博收，不仅汇集了见诸前代曲谱的格种曲调，而且也将历代流传的南戏、传奇剧本及散曲中所能见到的曲调网罗殆尽。有些体式虽或因用韵混杂，或因衬字过多，或脱句阙字，不足为法，但编者也予以收录，以备一体。如【仙吕·十五郎】曲第二格所引录的南戏《梅岭记》“南雄巡检新除”一曲，虽此曲“用韵夹杂，本不足法”，[102]但“因诸谱皆收，故存之”。[103]又如【仙吕·川拨棹】曲引录所引录的南戏《西厢记》“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一曲，“首句用衬字太多，本不足法”，[104]而编者为备一体，也故存之。有些曲调虽体式无异，但因唱法有别，也一并收列。如【仙吕·好姐姐】曲所引录的明陈大声《咏梅》散套“一交，黄昏静悄悄”一曲，其“句法、板式，与第一、第二阕（《月令承应》“迢遥，海山仙岛”、《荆钗记》“指望，终身奉养”）毫无异同，而其声调悠扬，唱法有别致，故并录之”。[105]另外，南曲发展到了清代，文人制作的集曲益盛，体式也更是繁多，编者于谱中也广收集曲体式，每一宫调内都专列“集曲”一类。由于编者广采博收，故《九宫大成》所收录的曲调数量之多，体式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吴梅先生认为：“自此书出，词山曲海，汇成大观，以视明代诸家，不啻爝火之与日月矣。” [106]现将《九宫大成》与其他南曲谱所收列的曲调总数列表比较如下：
 

	 
 

 
	 
十三调谱
	 
九宫谱
	 
蒋谱
	 
沈谱
	 
九宫正始
	 
九宫大成
	 
南词简谱

	正 格
	492
	523
	501
	666
	922
	1513
	867

	变 格
	0
	5
	10
	555
	942
	1260
	0

	集 曲
	2
	51
	55
	163
	208
	596
	0


 

 

  

 

  
　　注： 
　　[1] 王季烈《螾蠦曲谈》卷三“论宫谱”云：“釐正句读，分别正衬，附点板式，示作家以准绳者，谓之曲谱。分别四声阴阳，腔格高低，傍注工尺板眼，使度曲家奉为圭臬者，谓之宫谱。” 
　　[2] 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3]《中原音韵》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韵谱，后一部分是“正语作词起例”，北曲谱便列于后一部分，但甚简略。 
　　[4]、[31] 明沈璟【商调·二郎神】《论曲》，《沈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49页。 
　　[5]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第240页。 
　　[6]、[9]、[22]、[26][、30]、[34]、[36]、[38]、[39]明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 
　　[7] 惟【紫苏丸】一曲，《十三调谱》归入中吕慢词，而明清曲谱皆归入仙吕引子。 
　　[8] 见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 
　　[10] 《乐府混成集》在清人的一些词集中虽时有提及，如毛奇龄的《西河词话》、杜文澜的《词律补遗》中皆提到《乐府混成集》，如《西河词话》卷二云：“四十八调至宋人诗馀犹分隶之，其调不拘短长，有属黄钟宫者，有属黄钟商者，皆不相出入。非若今之谱诗馀者，仅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班部也。其详载《乐府混成》一书。”又《词律补遗》在白朴【木笪】“海棠初雨歇”曲下注云：“此元人套数乐府，以其犹近宋词体制，采之。调见《乐府浑成集》。”但夏承焘先生认为，清人所云《乐府混成集》，“当据所闻云然，未必清初尚见其书。董康谓日本图书寮有此书，其日友言之凿凿。亦未闻有目验者，承焘得日本林谦三先生答书，谓检彼邦各著名图书馆书目，皆未尝见此”。见《月轮山词论集·姜夔词谱学考绩》，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8页。 
　　[11]《十三调谱》之曲目，王骥德《曲律·论调名》予以转录，题作《十三调南曲音节谱》；《九宫谱》之曲目，即蒋孝《旧编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所列的“总目录”之曲目。 
　　[12]《十三调谱》“商黄调”下注，《曲律·论调名》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83页。 
　　[13]《九宫大成》仅北曲谱仍列有“仙吕入双角”一调。 
　　[14] 《十三调谱》“高平调”下注，《曲律·论调名》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92页。 
　　[15] 《十三调谱》“般涉调”下注，《曲律·论调名》引，同上第88页。 
　　[16] 《十三调谱》“道宫调”下注，《曲律·论调名》引，同上第89页。 
　　[17] 《十三调谱》“商黄调”下注，《曲律·论调名》引，同上第94页。 
　　[18] 见《旧唐书·乐志》。 
　　[19] 见《宋史·乐志》。 
　　[20] 以上引文均见《十三调谱》本调下注，《曲律·论调名》引。 
　　[21]、[23]、[24]、[25] 明蒋孝《旧编南九宫词谱序》，载明沈自晋《南词新谱》卷首，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 
　　[27]《南曲九宫正始》册九小石调近词【好收因煞】曲下注，戏曲文献流通会1936年影印。 
　　[28]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叙》，《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第5页。 
　　[29]、[32] 明吕天成《曲品》，同上第212页。 
　　[33]、[49] 明李鸿《南词全谱序》，载明沈自晋《南词新谱》卷首。 
　　[37] 明汤显祖《答孙俟居》，《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9页。 
　　[40]《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十七【凤凰阁】曲下注，明文治堂刊本，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1987年影印。 
　　[41]、[42]、[77]、[78]、[79]、[80]《南曲九宫正始·凡例》，《南曲九宫正始》卷首。 
　　[43]、[52]、[53]、[54]、[55]、[60]、[62]、[62]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序》，《南曲九宫正始》卷首。 
　　[44] 《南曲九宫正始》册一黄钟过曲【降黄龙】曲下注。 
　　[45] 《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十七商调过曲【梧叶儿】曲下注。 
　　[46] 《南曲九宫正始》册六商调过曲【梧叶儿】曲下注。 
　　[47] 同上册五南吕过曲【太师引】曲下注。 
　　[48] 《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四正宫过曲【白练序】曲下注。 
　　[50] 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第240页。 
　　[51] 明冯梦龙《太霞新奏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56] 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十二，《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二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版，第295页。 
　　[57] 清吴亮中《南曲九宫正始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88页。 
　　[58] 见清冯旭《南曲九宫正始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86页。 
　　[59] 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序》中称此谱为“汉武帝及唐玄宗之曲谱”，盖出虚构。 
　　[63] 《南曲九宫正始》册八仙吕入双调过曲【五马江儿水】曲下注。 
　　[64] 同上册五南吕过曲【五更马】曲下注。 
　　[65] 同上册五南吕过曲【红衲袄】曲下注。 
　　[66]、[71] 同上册二正宫过曲【白练序】曲下注。 
　　[67]、[68]  同上册一黄钟过曲【画眉序】曲下注。 
　　[69]、[70] 同上册五南吕过曲【香柳娘】曲下注。 
　　[72] 同上册四中吕过曲【扑灯蛾】曲下注。 
　　[73] 同上册一黄钟过曲【闹樊楼】曲第四格下注。 
　　[74]、[75]、[76] 同上册一黄钟过曲【画眉序】曲第五格下注。 
　　[81] 同上册五南吕过曲【三学士】曲下注。 
　　[82]、[83] 同上册五南吕过曲【浣溪纱】曲下注。 
　　[84]、[85] 同上册一黄钟过曲【耍鲍老】曲下注。 
　　[86]、[87] 同上册十道宫近词【拗芝麻】曲下注。 
　　[88]、[89]、[90] 同上册一黄钟过曲【画角序】曲下注。 
　　[91]、[92]、[93]同上册一【神仗儿】曲下注。 
　　[94]、[95] 同上册一黄钟过曲【黄龙衮】曲下注。 
　　[96]、[97] 同上册一黄钟引子【绛都春】曲下注。 
　　[98] 同上册五南吕引子【挂真儿】曲下注。 
　　[99] 同上册三仙吕过曲【解三酲】曲下注。 
　　[100]、[102]、[107] 清于振《新定九宫大成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138页。 
　　[102]、[103]《九宫大成南词宫谱》卷三仙吕正曲【十五郎】曲下注。上海古书流通处1923年影印。 
　　[104] 同上【川拨棹】曲下注。 
　　[105] 同上【好姐姐】曲下注。 
　　[106] 吴梅《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139页。 
　　[108]、[109]、[110]《九宫大成南词宫谱·凡例》。《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138页。 
　　[111]、[113]、[134]、[136]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载《曲学丛刊》第三辑。 
　　[112]、[114]、[115]、[116]、[131]吴梅《南北词简谱序》，《南北词简谱》台湾学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698页。 
　　[117]、[118]、[129] 卢前《南北词简谱跋》，同上。 
　　[119]、[120]、[121]、[122] 《南北词简谱》卷五正宫集曲【雁鱼锦】曲下注。 
　　[123]、[124]、[125]、[126] 同上卷五正宫过曲【三字令】曲下注。 
　　[127]、[128] 同上卷六仙吕过曲【河传序】曲下注。 
　　[132] 同上卷七道宫注。 
　　[133] 同上卷五黄钟引子【西地锦】曲下注。 
　　[134] 同上卷八大石调引子【少年游】曲下注。 
　　[135] 卷五黄钟过曲【黄龙衮】曲下注。 

